
 

欠乏可行發展藍圖的數碼廣播政策註定失敗 

 

今年內，香港數碼廣播公司(DBC)和鳳凰優悅

廣播分別向政府交回數碼廣播牌照，訊息十分清晰：

香港的廣播政策是徹底失敗，街上隨意問問幾位青

少年就知箇中理由。 現在收聽電台的市民愈來愈少，

其他傳統傳媒如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也如是，互聯

網、手機平台和社交網絡逐步成為主流媒體。 

 

筆者每兩年進行的電話調查都問被訪者最經常接觸的媒介，不足百分之十的

人說是電台，八十後的百分比更低於百分之五。 電台聽眾少，廣告自然每况愈

下，2015 年電台的廣告份額只佔全港廣告的百份之二點六。 廣播政策，只是長

官意志，完全不顧及市場需求和市民媒介的使用習慣和喜好，最後焦頭爛額都是

營運者。 

 

借鏡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 

 

當兩間電台分別交還數碼牌照以後，社會開始有討論究竟香港是否有需要繼

續發展數碼廣播。 原因十分簡單，縱使是廣播政策失誤，數碼廣播確有其好處，

首先可增加多個頻度，理論上市民在節目內容

上有更多選擇，多出來的頻道也可提供社區廣

播，支援弱勢社群和少數族裔，香港電台的數

碼頻度 DAB 正正負起這重要任務。 基本上，

數碼廣播在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政府打開更

多的資訊渠道，讓市民有多元選擇必定是好事，

問題是如何有策略構建一張可行的發展數碼

廣播藍圖。 

 

我覺得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從而分析現時香港推行數碼廣播的營

運模式是否正確。事實上，數碼廣播在不少國家仍尚未成功，仍是測試階段。新

加坡是全亞洲最早提供數碼廣播的國家，但在 2011 年已經宣佈停止數碼廣播的

運作。新加坡的客觀條件跟香港有相似之處。 然而，就算由政府控股的新加坡

最大傳媒機構 MediaCorp 也不能打開數碼電台市場，當年香港政府為什麼這樣有

信心私營的數碼廣播能夠穩佔市場？過份依賴市場和私營營運商是政策的失

當。 



 

先進國家數碼廣播發展的成功例子，說明了政府參與的必要。 英國是世界

上擁有最龐大的數碼電台網絡的國家，聽眾在倫敦有超過 60 個數碼電台選擇。

英國的數碼廣播是一種政府和商營混合模式，BBC

在九十年代是帶頭測試數碼廣播，到 1998 年已經有

第一間私營公司(後來改名為 Digital One)來營運數碼

廣播電台。現時 Digital One 是最成功的商營數碼電台

公司，覆蓋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目前，在英國通

過數碼收音機收聽廣播是主流，反而通過 App 或其

他途徑是少數。 

 

政府對傳播科技的掌握不足 

 

為什麼香港不能複製這個政府和商營混合模式的案例？我覺得有兩大原因。

第一，昔日「抄襲」外國發展模式是一大錯誤。的確，英國商營的數碼廣播和

BBC 並行的混合模式是可作參考。然而不要忘記，香港政府對資訊科技的觸覺

十分緩慢。英國普及數碼收音機、推廣和宣傳數碼廣播的工作都是 2000 年左右

開始的事情，當時並非是手機和網絡一面倒的年代，要改變的只是改變聽眾從傳

統廣播的收聽到數碼廣播的收聽。 香港形勢完全不同，香港是英國十年後才開

展數碼廣播，改變的是叫一般人停止花時間上網和用手機，而轉為收聽數碼廣播，

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第二，任何國家，包括最成功的英國和澳洲，都知道數碼廣播的目標並非為

盈利，廣播政策的基本是服務市民和滿足聽眾的資訊和娛樂需要。 以澳洲為例，

數碼廣播一直由政府主導，主要營運數碼廣播都是兩個政府的全國廣播 ABC 和

SBS，國家數碼廣播兩年後，政府才引進商業數碼廣播公司提供個別城市廣播服

務。就算是那樣成功的數碼廣播，在澳洲，數碼廣播只佔市場的百份之十四。 因

此，全國性的數碼廣播根本就註定不可能賺錢，於是澳洲推行一種以政府主導、

私人參與作補充的模式。 

 

我認為澳洲這種以政府主導的數碼廣播策略

比較適用於香港。 澳洲政府從九十年代帶頭測試

數碼廣播，到 2009 年後在六大城市的數碼電台都

是政府一力承擔，也即是說，主要數碼廣播的發射

站和覆蓋都是視為國家的基本建設，國家是需要以

公款來支付，只是在某些有足夠人口的城市，政府

才有限度發出該城市的商營數碼廣播牌照。 相比

香港，政府要求商營機構分擔數碼廣播基本建設的費用，然後開拓市場，莫說電

台要付出高昂的費用改變市民收聽電台習慣，單是內容製作的成本都未必能以廣

告收入支撐。歸根究柢，在數碼廣播誕生時，政府未敢提出一個以公營和政府財

政支撐為主的數碼廣播藍圖，已經是最錯誤的開始。 



 

綜合近幾年無論是數碼廣播還是數碼電視發牌，不是商業上不可行就是引起

政治爭拗。 客觀上反映政府對傳播科技的掌握不足，也許跟其他範疇如醫療和

經濟等一樣，不是任何只要有行政經驗的官員都能夠勝任。目睹歐美、澳洲、中

國加快步伐發展數碼廣播，政府官員在辦公室隨即研究有關科技或投資的可能性，

可以說，一直以來，政策是為配合傳播科技的發展，並非是滿足市民真正的需要。

正如在文章開端所說，政府官員並沒有觀察到每天乘搭地鐵巴士全民玩手機的習

慣！廣播政策的基本是市民、觀眾，並不是科技。廣播政策的制訂雖然不是民生、

經濟、政治範疇，但是市民每天也是拿著手機去「投票」，他們機不離身的行為

已經投了以商業模式為主導的數碼廣播的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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